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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 1977” 口述实录

■本报首席记者许琦敏 执笔

我 是 1977 年 12 月 参 加 的 高 考 ，
那年 16 岁。 时光如白马过隙， 转眼近

40 年过去了。 自高考进入南京大学的

校门后， 我就一直在学校和科研机构

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 在我人生起步

之刻， 是高考带给了我生命中最重要

的契机。

姐姐的一句话让我叩击南大校门
1977 年恢复高考， 这改变了很多

人的命运， 对我来说， 却刚好赶上了

人生的出发点。
我老家在江苏靖江季市镇 ， 我就

读于镇上的高中， 恰好 1977 年夏天毕

业。 因为入学早， 又碰上两次学制调

整， 我 16 岁就高中毕业了。
当时高中毕业生相当一部分要上

山 下 乡 ， 留 城 工 作 是 少 数 ， 另 又 有

“早下乡， 早回城” 的说法， 于是家里

就让我早申请去农村锻炼。 可按照规

定， 学生要年满 18 周岁才符合条件，
我就没能下成乡， 而是去了一个建筑

工 地 当 搬 运 工 。 如 果 当 时 如 愿 下 乡 ，
或许我的人生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我才去建筑工地工作没多久 ， 社

会 上 就 开 始 传 “恢 复 高 考 ” 的 消 息 。
到 1977 年 10 月 《人民日报 》 发表了

社论， 高考恢复的消息得以正式确认。
高中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闻讯就找到我

家， 动员我参加高考。 我在高中时候

成绩名列前茅， 父母又向来很鼓励子

女读书， 这样， 我和我初中毕业的哥

哥就准备参加高考。
那个时候中学课本的内容很简单，

教辅书、 资料都很匮乏， 父母只好发

动全国的亲戚一起帮助寻找和收集复

习资料， 找到了就手抄复印下来， 寄

回老家， 供我和哥哥复习使用。
我 比 较 占 优 势 的 是 有 一 个 姐 姐 ，

她天资聪慧， 勤奋好学， 是文革前的

大学生， 从南京工学院 （现在的东南

大学） 毕业后在江苏淮阴工作。 她帮

我找到不少复习资料。 有次她出差顺

道 回 家 ， 在 帮 我 复 习 时 提 到 “ f=ma”
（牛顿第二定律）。 我一下子懵了， 因

为当时的中学课本所涵盖的内容还很

初 级 ， 没 有 教 过 这 个 公 式 。 姐 姐 说 ：
“就这样还想去高考啊？！” 她的话让我

颇受刺激， 感觉自己知识太匮乏， 需

要加倍用功学习备考。
我更感谢姐姐的是她在我填报志

愿时说的一句话。 当时， 我父母对我

和哥哥高考没把握， 觉得我报考镇江

农 机 学 院 、 苏 州 丝 绸 学 校 比 较 保 险 ，
只要能上大学或中专就很欣慰了。 但

姐姐却对我说： “你还年轻， 要知难

而上， 有更高追求， 应该报考南京大

学。 如果今年考不上， 明年还可以再

考。” 的确， 这句话对我今后的人生态

度和格局具有很大影响。 当时陈景润

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 “1+2”， 引

起轰动， 激发了年轻学子对数学的巨

大兴趣， 我也不例外， 因而填报了南

京大学数学系， 但后来被南京大学化

学系录取。 这奠定了我一生从事科研

工作的基础。

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那年我考进南大， 哥哥考进了中

专。 文革 10 年后首次高考， 家里两个

儿子能幸运考中， 得以读书深造， 这

在季市镇上也算得上是一件喜事。 于

是， 经济并不宽裕的父母特地拿出积

蓄摆酒请客庆祝了一番。
1978 年初， 我提了一只柳条箱和

一个网兜， 独自一人乘坐长途汽车从靖

江到了南京， 这也是我当时记忆中有生

以来第一次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学长接

站、 住进宿舍， 我和一个同样 16 岁的

同学一起走在汉口路上的南大校园， 感

觉学校好大好美！ 有一次， 我们一起去

南京新街口的人民商场买东西， 柜台营

业员看到我们戴南大的校徽， 却又是中

学生的模样， 就问我们校徽哪里来的，
我们骄傲地说： 我们是刚考进南大的大

学生。 她们不太相信， 认定我们的校徽

是路上捡来的。
南大化学系是全国高校中的重点

学科， 77 级一共招收了 4 个专业， 每

个专业约 30 人。 为了培养我们这一级

学生， 学校选拔了最好的老师和辅导

员。 因为当时没有教材， 老师们就一

面上课一面编写讲义， 我们前两年的

专业基础课都是这样的油印教材。
大 课 的 主 讲 老 师 可 以 不 用 讲 稿 ，

一气呵成从头讲到尾， 公式的推导也

是一黑板接着一黑板， 没有任何停顿；
答疑课老师诲人不倦， 解答同学们的

各种问题和疑惑， 常常是忘记了下课

时间和饭点； 实验课老师认真准备实

验仪器和试剂， 纠正各种不正确的实

验操作， 严格把关实验数据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 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和敬业

精神， 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们是我终

身学习的榜样。
我所在的班级里， 同学年龄跨度

从 16 岁到 32 岁， 相差一轮， 不过大

家 都 极 其 珍 惜 来 自 不 易 的 读 书 机 会 ，
争分夺秒， 废寝忘食， 学习的劲头无

与伦比。 我们每天清早起床后首先去

教室占位、 锻炼身体、 背诵英文单词，
然后上课、 泡图书馆、 如饥似渴地看

书……这几乎都是常态。 记得第一个

暑假， 由于遇上南京罕见的高温， 学

校决定先放暑假再考试， 结果大部分

同学都没回家， 整个暑假就留在学校

里复习。 实在太热， 我们就跑去盥洗

室， 将一盆凉水从头冲到脚， 再回寝

室看书。
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社会经验丰

富、 基础扎实、 知识面广， 在班级活

动中往往更有发言权， 不过我们这些

年龄小的同学记忆力好， 很多学习资

料、 教科书过目不忘， 考试相对占优

势。 同学们都很有抱负、 理想、 社会

责任感， 也有很多同学多才多艺。 在

学习之余， 我们也探讨人生、 交流梦

想、 取长补短， 四年大学生活中结下

的同窗友情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我把大学时代的很多照片收在了

一本影集里， 这些照片大多数是我们

自己冲洗的。 因为学化学， 同学会从

实验老师那里要些化学试剂， 自己配

显影剂、 定影剂， 然后借实验室的暗

房自己冲洗。 这些照片留下了我们青

葱岁月最珍贵的记忆。 “人生从这里

起步”， 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踌躇

满志， 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

参与并见证中国科研腾飞
1982 年 1 月， 我们从南京大学本

科毕业。 很多同学怀着满腔热情， 奔

赴祖国的四面八方， 去高校、 科研机

构、 企事业单位， 参与到 “四个现代

化” 的建设中。 也有部分同学考取研

究生， 继续学习深造， 我是其中一员，
南下到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读研。

1985 年初， 我又到上海复旦大学

攻读博士， 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 此

后， 我作为德国洪堡学者赴柏林自由

大学从事科学研究， 两年多后又从欧

洲越过大西洋到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继续科研生涯， 直到 2000 年底获得中

科院 “百人计划” 支持回国工作， 加

盟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
我 从 1978 年 初 进 入 大 学 校 门 之

后， 一路走来一直在高校和科研机构，
从学生成为了一名科研工作者。 回想

起高中毕业后去建筑工地搬运砖头的

日子， 恍如隔世。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作为一名幸

运的 77 级学生和一名科研人员， 我参

与并见证了中国这十几年科研腾飞的

历史性时期， 并能踏踏实实地为我国

生命科学的发展付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报恢复高考之后我收获的丰厚的人

生历练。

■本报首席记者樊丽萍 执笔

从 1977 年参加高考， 阴差阳错

地被同济大学从贵州 “捡” 来上海，
一眨眼， 40 年过去了。 现在的很多

年轻人恐怕难以体会 ， 对我们这一

代人来说 ， 这一年的高考意味着什

么 。 1977 级 的 高 考 生 进 入 大 学 后 ，
刻苦学习是一个群像 ， 后来各行各

业的大量精英和骨干人才都是从这

一届学生中走出的。
作为 1977 年的高考生， 在我看

来， 我们不仅抓住了一次圆大学梦、
改变人生的机会 ， 我们也共同经历

了 一 段 如 今 想 来 非 常 让 人 留 恋 的 、
良好的大学学习氛围 。 这是在特殊

的历史环境下我们 1977 级学生所共

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幸运地被同济大学 “捡” 到了上海
1977 年， 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

了 。 消息传得飞快 ， 不过和很多人

一样 ， 我知道可以参加高考时 ， 离

12 月开考大概不超过 2 个月的时间。
那时 ， 我已从内蒙兵团回到贵

州 ， 在贵州省安顺市轻工业局当办

事员 。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 我参考

了 ， 第 一 志 愿 是 成 都 电 信 工 程 学

院 ， 因为除了工作中接触过半导体

外 ， 我对大学的其他专业基本一无

所知。
考试后 ， 我回到单位老老实实

工作 ， 因为感觉自己不出所料地考

得 “一塌糊涂”。 没想到有一天， 我

突然接到通知， 被同济大学录取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 ， 我一头雾水 ， 立

马和省里的上海招生组 联 系———压

根谈不上高兴 ， 就担心招生组搞错

了， 耽误我在贵州本地升学。
因为填高考志愿时 ， 我根本没

有填上海的学校 ， 怎会被同济大学

录 取 呢 ？ 后 来 才 知 道 ， 之 所 以 能

“撞大运 ”， 是因为上海招生组到贵

州晚了 ， 考得分数更高的学生都被

其他捷足先登的院校挑走了 。 就这

样， 我被同济大学 “捡” 到了上海，
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到同济报到时， 我非常忐忑。 首

先， 自己被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录取

了， 可对这个专业学出来是干嘛的，
一无所知。 其次， 我们这一代人初中

学习是不完整的， 基本是以小学的文

化水平考上了大学。 考是考上了， 可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们这个班一共 80 多个人， 年

龄最小的只有 15 岁， 是应届生， 最

大的 35 岁———几乎是两代人在一个

班里读书。 我考上那年是 25 岁， 年

龄正好处于中段， 学业水平则是处于

中下游。 记得开学初有个摸底考， 我

们班级里有 7、 8 个同学高等数学和

英语免修。 而我当时英语连 26 个字

母都还写不清楚。

共同学习， 同窗情谊最是珍贵
虽然学业水平差异非常大， 但我

们这一届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非常强。
就举一个例子 。 那时的同济大

学食堂里钉着一排排挂钩 。 每个挂

钩上 ， 挂的都是一个个黑漆漆的布

袋 ， 里头装的是饭碗 。 早上出门我

们就随身带着饭碗袋子 ， 中午吃好

饭 ， 把碗洗了装在袋里挂墙上 ， 然

后不回寝室， 直奔图书馆看书。
基本上每个同学学习都很刻苦，

这 样 的 氛 围 里 ， 你 不 努 力 也 不 行 ，
每个人都被一股好学的风潮推着走。

入学时 ， 我总体上停留在小初

水平 ， 但一个学期后 ， 我的高数就

考了满分 。 这时 ， 我对大学生活的

恐惧感才稍有减轻 。 老实说 ， 仅用

了一个学期就完成 “逆转”， 除了自

身努力 ，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 就

是同学间无私的帮助。
那时 ， 我们遇到很多想不明白

的 问 题 ， 就 第 一 时 间 向 同 学 请 教 。
成绩好的同学绝不会担心辅导了其

他同学后会被赶超 ； 遇到困难的同

学 也 不 会 感 觉 请 教 同 学 不 好 意 思 。
同学们在一起学习， 非常愉快。

所谓同学 ， 就是共同学习的伙

伴， 彼此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追求的是共同进步 。 几十年后回忆

这份同窗情依然非常可贵。

追随兴趣自主学习
今天我们回忆 1977 年高考， 很

多人感慨， 这次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

命运。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们不妨再

回头想想：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如此幸

运， 抓住了这次高考的机会呢？
还是拿我们班来说 。 当时高考

考上来的学生 ， 读过一年或两年高

中的并不多， 很多人都只上过小学，
初中教育并不完整 ， 但后来走上工

作岗位 ， 在不明白知识能够派什么

用处的年代 ， 他们都在有意识地自

学， 出于自己的兴趣或好奇心学习。
后来有学生问我 ： 你们当时学习的

动机是什么 ？ 我的回答是 ： 没什么

动机 ， 因为在自学时 ， 我们并不知

道今后大学这扇门会朝我们打开。
谈到大学学习的专业， 我们这代

人的选择和现今的大学生也有一些不

同。 当时的 “学霸” 喜欢选什么专业

呢？ 可不是按照就业前景好来选的，
因为毕业都是分配工作， 没有就业好

不好一说。 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一般会选择学习难度相对高、 挑战性

较强的专业。 在我们班， 大多数 “学
霸” 都对桥梁方面感兴趣。 相比于道

路专业， 同学们觉得桥梁涉及的力学

知识更复杂。
为了纠偏这种想法 ， 当时的老

系主任来给我们上过一节课 。 这节

课 有 意 思 极 了 ， 他 上 来 二 话 不 说 ，
埋头在黑板上推导一道题目 ， 一写

就写了 20 分钟。 全班鸦雀无声， 因

为即便是学习最好的学生 ， 也看不

懂他的公式推导 。 后来 ， 老师突然

停下来 ， 告诉我们 ， 这是道路力学

的一个计算模型 ， 然后耐心地给我

们介绍了公式推导的思路。
这节课后 ， 班上的 “学霸 ” 又

自发聚在一起 ， 一连讨论了 2 个多

小时， 才算勉强理解了一些。 这下，
我们被 “吓 ” 倒了 ， 原来道路方面

值得研究的课题也不少 ， 对专业才

算有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

老师言传身教， 影响很多同学的一生
我们这代人 ， 很多都会有意无

意地提到当时任教的一批老师 。 这

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群体。
我本科时听过范立础院士的课。

范先生讲课非常生动 ， 他能把很深

的学问讲得很有趣 。 记得范院士曾

教导我们， 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条件下 ， 都要坚持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 。 他自己就是如此 ， 在特殊

年代 ， 即使被关在牛棚里还在专心

做科研。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工作 ， 后来

读研读博 。 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有导

师朱照宏先生 。 记得我做硕士论文

时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研究工具 ， 和

朱先生一起讨论时 ， 他让我把最主

要的参考书目列出来 。 我记得自己

列了十几本， 后来再去图书馆查阅，
竟 发 现 每 一 本 书 尾 页 的 借 阅 条 上 ，
都留着朱先生的签名 ！ 原来 ， 他是

全部看完了这些书再来和我讨论的。
后来 ， 我做博士论文 ， 朱先生写了

20 多页的笔记， 与我讨论， 治学严

谨， 深深影响着我。
当 时 在 大 学 任 教 的 这 批 先 生 ，

很多时候是结合自己的经验 ， 和我

们 在 一 起 同 步 学 习 新 的 专 业 知 识 。
这些教授对教学的投入 、 对学生的

负责， 真正发挥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影响我们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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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 执笔

一晃 40 年， 回想那次改变无数

人命运的考试， 感觉还在眼前。 我经

历 了 “两 次 高 考 ” ———1977 年 ， 我

22 岁 ， 和很多人一样 ， 根本没什么

复习时间， 云里雾里地走进了考场。
那次， 我没考上我的理想志愿———上

海第二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前身）。 我没有放弃， 1978 年我第二

次踏入考场 ， 这回考上了 。 1978 年

秋 ， 我 踏 入 上 海 第 二 医 学 院 。 在 这

里 ， 我 从 医 学 生 ， 成 长 为 医 生 、 老

师、 行政管理者， 整整 39 年， 再没

有离开过。

二次高考实现学医梦想
1977 年， “恢复高考” 的消息传

来时， 我是上海市静安区交警中队的

一名交警。 当时高考已经停了多年，
大家都不清楚 “恢复” 到底意味着啥。

“你们想考就去考， 我们绝对开

绿灯。” 只记得当时领导放下这样一

句话。
那时候还流行一句话， 叫 “勇敢

站出来， 接受祖国的挑选”。
就这样， 我和成都路队部的五六

个同志都想报名， 队部就派人集中去

静安区教育局给我们报了名。
第一次高考其实大家都没时间复

习 ， 通 知 恢 复 高 考 的 消 息 来 得 很 突

然。 荒废了多年的学业， 不是说捡起

就 捡 起 的 。 就 在 稀 里 糊 涂 中 ， 1977
年冬， 我走进了光明中学的考点。 那

恐怕也是唯一一次高考设在冬天吧。
算是意料之中， 第一回我的分数

够不上， 没考上。
我没有放弃， 继续边工作、 边复

习。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浓郁的 “大复

习” 氛围， 我、 表哥、 堂姐， 大家一

起 复 习 。 那 时 没 有 什 么 考 试 辅 导 教

材， 考什么， 怎么考， 谁都不清楚。
只记得当时上海有一套 “数理化自学

丛书”， 很紧俏。 姑妈千辛万苦地买

来了一套， 我们几个轮流看化学册、
物理册、 数学册等， 努力复习迎考。

1978 年夏 ， 我第二次参加了 高

考， 还是报考二医。 这回我考上了。
当年的录取通知书来得很晚， 直

到 1978 年的国庆节， 我还在交警队

上班， 交警的工作是越到节假日越忙

碌 。 10 月 3 日早晨 ， 我正在队里值

班， 领导找到我说： “你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来了 ， 10 月 6 日就是医学院

报到的日子。 不过， 今天的班你得照

常上。”
就这样， 10 月 3 日， 我当了人生

中最后一次的交警。 10 月 4 日、 5 日，
在单位办理完各项离职手续。 10 月 6
日， 脱下警服的我， 去二医报到。

我上大学了！ 当时整个人感觉还

是云里雾里，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毕

竟， 读大学距离我们这批人已经感觉

很遥远了， 一切跟做梦一样。

老师满腔热情地教， 学生拼了命地学
记得我们在医学院的大礼堂上了

第 一 节 课 。 一 届 学 生 满 满 当 当 坐 了

500 多人。 一下子招了这么多人， 宿

舍不够用了， 当时学校就以市中心人

民广场为圆心画了一个圈， 一小时车

程以内的学生回家住。 这样， 我就每

天从虹口的家里， 骑 40 分钟的自行

车 开 始 了 “走 读 ” 生 涯 。 直 到 一 年

后， 我才搬进了二医的宿舍， 这以后

我 再 没 有 离 开 过 二 医 ， 整 整 39 年 ，
从医学生成长为医生、 老师以及学校

的管理者。
说起来， 当年填志愿， 冶金、 化

工类是很火的。 但我坚持学医， 与家

庭有关。 我的父亲、 姑妈都是学药学

的。 家里认为， 医学传统需要有人继

承， 所以我和弟弟都报了医科。 我的

父亲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 骨子里坚

持认为读书是正途， 是个人报效国家

的必由之路。
在医学院， 当年我们这个班 100

多人， 年纪最大的 1946 年出生， 已

经 30 出头了， 年纪最小的 1961 年出

生， 属于应届高中生。 同学们的年纪

差了十多岁， 这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

恐怕不可思议。
当年班里有一个 1947 年出生的

老大哥， 他的女儿已经读小学一年级

了， 他则开始读大学一年级。 老师上

课时说到儿童腹泻这章， 他就不停地

提问。 原来， 他的女儿那阵子正好闹

腹泻， 他把课堂变成挂老师的 “专家

门诊” 了。
虽然有年龄差距， 大家的学业水

平也参差不齐， 但当时不管是谁， 都

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不

管年龄大小，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

识： 我一定要上好这个大学。
当时印象很深的有一批老师。 记

得王一飞教授当年还是讲师， 他的课

气氛很活跃。 到了考试季， 大家都想

找他复习， 他就把 5 个班的学生集中

起来， 在大礼堂给大家上总复习课。
还有一个解剖课的老先生， 是早期美

国留学生， 谦谦君子， 课上 25 个同

学用一具尸体， 必然会有人需要站在

第二排观摩， 为此， 老先生总是不厌

其烦地对大家说： “个子高的， 谦让

一下女同学、 个头矮的学生。”
医学院当年还有夜自修， 晚上不

上课时大家就自修， 从 6 点半到晚上

9 点半。 因为医学知识很多要靠背诵

的， 没法靠小聪明， 大家都自己整理

笔记， 厚厚一沓， 写得密密麻麻。 当

年的氛围感觉就是： 老师都是满腔热

情在教， 大家满腔热情在学。

很多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83 年 ， 到了毕业季 。 我 以 全

班第三的成绩， 又是大班长， 拿到了

留校名额， 留在了医学院附属九院。
我们这个班入学时 100 多人， 最

后 96 人毕业， 其中 16 个人留在医学

院本部或附属医院， 更多人分到了各

个医疗机构。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出国

潮”， 我们这 96 个人里， 一半以上去

了国外留学。 口腔专业比较容易独立

执业， 当时就有 20 多人在国外摸爬

滚打一番后， 独立开了诊所。 如今，
约 1 ／ 3 的同学在海外， 除了少部分转

行的， 一部分开业， 更多人在国内的

各大医院里， 成了口腔科主任或学科

带头人， 挑起了大梁。
我真的很感慨 ， 40 年前的这次

考试， 真是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啊！
如果没有这次考试， 我可能依然

在马路上指挥着交通， 我并不是说职

业有高低之分， 但实事求是地说， 因

为这次高考， 让个人的成才、 理想、
报效祖国的方式得到更大程度地释放。

在当交警前， 我还当过 3 年的农

场职工。 我是 1955 年生人， 1971 年

初中毕业， 1971 年 10 月分到长兴岛

前卫农场， 这年我 16 岁半。 1975 年

2 月被调回市区当交警。 当交警， 在

当时算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一报到

就发了挺帅气的制服。 报到之后分队

长跑来问： 会骑自行车吗？ 会。 当场

就发了一辆自行车。 不会骑车的， 发

了一张月票。 记得那天， 我骑着崭新

的 “永久” 回家， 抬头挺胸的。 居委

大妈跑到弄堂里找我妈说， “你们家

大麟争气啊。”
不过即便如此， 两年后， 当恢复

高考的消息传来时， 我还是想读书。
我的弟弟在 1977 年考上了上海

医科大学， 表哥考了同济建筑专业，
毕业后当了公务员。 堂姐考入上海大

学机械学院， 毕业后回了之前的老单

位仪表局上班。
我们这批人， 可以说既想改变自

己的命运， 也迫切地想改变国家的命

运， 想要变得更有力量、 想做出更大

的贡献。 如今回想， 这次考试的深意

大概也在这里吧。

今年是恢复高考 40 年。 1977 年 12 月 10 日， 全国 570 多万考生怀揣着理想与

希望， 从农村、 工厂、 部队……奔向了高考的考场， 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由此改

变。 最终， 27 万多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 迈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录取率

不到 5%。
这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很多人说， 这也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在

恢复高考 40 年之际 ， 我们开始回访 1977 年高考的当事人 ， 听他们诉说 “高考

1977”， 感受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的一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从马路交警到医学院新生 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 生命中最重要的契机

【口述人】 孙大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口腔医学方面的临床、
教学与科研工作。 曾任上海交
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交大医学
院党委书记。 78 级上海第二医
学院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荨 青葱岁月： 1978 年 4 月， 77 级南京大学化学系全班同学入学后首次春游合影。

【口述人】 杨东援

同济大学交通与运输工程
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城市交通
规划、 交通需求模型、 智能交
通系统、 物流系统规划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 曾任同济大学副
校长。 77 级同济大学城市道路
与桥梁专业学生。

【口述人】 丁建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
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 ）
执行主任， 长期从事与疾病相
关的重要蛋白质的结构、 功能
和分子机制的研究工作。 77 级
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


